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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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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

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

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

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

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

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

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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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

2020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达到5.55亿亩,约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40.1%,但土地流

转并没有彻底扭转我国以小农户为基本的农业经济格局[1]。从要素配置角度来说,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是

促进农地流转的原始动因,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是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

增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了较高且更稳定的非农工资,没有务农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逐

渐成为非农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供给主体[2]。代际差异会造成代群之间、不同年龄阶段个体之间产生行为

决策上的差异[3],为我们深入理解非农就业影响农地流转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代际分工的分析视角。在中国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为要素替代以及专业化生产开辟了一条更为现

实的路径,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由于非农就业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4],还能将先进生产技术引入

农业生产环节,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5]。因此,本文以非农就业代际分工为分析视角,同时引入农业

生产服务外包功能变量,重新审视非农就业通过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的机制。

早期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可以带动土地流转市场的有序发展,非农就业是促进农地转出的重要

动因[6-7]。随后,有从家庭内部分工[8]、性别差异[9]、非农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10]、要素替代[11]以及对农活



熟悉程度[12]等角度分析得出非农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地流转。也有学者认为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存在互

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13-14],但在寻找有效工具变量对两者的因果进行实证检验以后,发现农地流转不会显著

影响劳动力转移[15]。随着我国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在非农就业

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6]。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7]。

在不同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中,相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

大[18],但陈超等人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有学者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明显增加规模经营农

户的土地转入,对农地规模经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增加,外包市场对农地转出

的抑制效应以及农地转入的促进效应会加大[20]。也有学者讨论了不同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不同规模农户

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有更

强的抑制作用,对大农户则有更强的促进作用[21]。总之,一方面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发展使农业生产的部

分环节被机械化替代,缓解了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约束,降低了非农就业户转出农地的概率[22];另一方面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服务的规模经营,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了农地的规模化经营[23],

证明了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综上,已有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还可能存在以下不足:(1)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受到家庭非

农就业决策的影响,同时又会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有研究忽略了生产环节外包服务

的中介效应会高估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2)代际差异导致不同年龄段的代际和个体在行为和决策

上的异质性。现有对家庭分工的研究多数是讨论代际之内的性别分工,而忽视了家庭分工在代际间的特

征①。(3)粮食主产区是实现农作物专业化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重要推进地区,也是推动农地规

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最新调查数据,从家庭分工的代际差

异视角重点检验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中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影响的

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推进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市场协调发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具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

(一)非农就业、代际分工与农地流转行为

基于家庭分工经济理论,家庭成员分工与专业化选择是尽可能利用家庭成员的分工优势,实现家庭的利

润最大化[24]。在农户家庭生产决策过程中,可以将农户的非农就业与经营农地看作是家庭生产的两种“产

品”[25-26],因此,在劳动力市场有效、农民不存在非农就业门槛制约的背景下,家庭劳动力会凭借其非农就业

优势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将减少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促进农户转出农地。同时,具有非农就业优势的

家庭倾向于将非农就业收入用于非农就业的再投资和家庭消费,进而降低对农地的依赖,促进农地转出。一

般情况下,相较于农业经营,非农就业对劳动力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能力上具有更高的要求,在非农就

业领域,父代劳动力的体力和人力资本均不如子代劳动力,且父代劳动力易形成务农的偏好;而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年轻一代(子代)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验,他们对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以及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

父代相比截然不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非农就业的不同选择偏好[27]。因此,家庭分工视角下的非农劳

动力表现为子代外出就业,而父代大多承担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等活动,此时滞留农村的家庭劳动力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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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可能源于非农就业代际分工的现有研究本身,其对核心家庭的关注被局限在新生代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和家庭老少成员

之间。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和风险规避功能,明显地抑制了农地转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具有务农经验偏好的父代

选择非农就业更能促进家庭的“离农”,进而引致农户做出农地转出决策。所以,父代的非农就业较子代的非

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行为具有异质性影响,且非农就业对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影

响具有代际差异。

H1a:家庭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大于子代

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H1b:家庭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大于子代

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影响。

(二)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行为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出现使农户的要素投入、农业经营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放松了农户家庭资源禀

赋的限制条件,还提高了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效率。首先,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年老体弱的劳动力在家务农,导致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且质弱,对农业生产带来

了一定的冲击[4]。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充分且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可以选择

购买雇工服务或农机租赁服务,突破农户原有资源禀赋限制。可见,农户可以利用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对农

业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缓解因非农就业形成的劳动力流失约束[28],降低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减

少农地转出行为;同时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有利于缓解农户转入土地约束,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其次,农户可

以通过非农就业的“收入效应”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投资,而生产服务环节的外包可以减少农户

自行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需求,缓解农户规模经营面临的资本约束,有利于农户转入土地。总体而言,这两

种作用降低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与规模,而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会通过此种途径增加农地的转入决策与规

模。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行为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降低非

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H2a: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出行为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降低非

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

H2b: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入行为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降低非

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和2020年开展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调查区域为粮食主产区的

4省12市(县)(包括山东省曹县、郓城县、寿光市和乐陵市;河北省宁晋县和高邑县;河南省荥阳县、正阳县、

西平县和罗山县;安徽省颍上县、临泉县)。其抽样过程为:基于各省总人口和耕地总面积指标利用分层随机

抽样法在各省随机选择1~2个种粮大市(县)和1~2个非种粮大市(县),在每个市(县)选择2~3个乡镇,

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2个自然村,在自然村内随机选取30~40户农户,最后选取了6个种粮大市(县)和

6个非种粮大市(县),可反映粮食主产区的综合情况。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农地流转情

况、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情况、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等。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共获取了960户有效样本,其中转入户160户,未流转户427户,转出户373户。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种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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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为小麦和玉米,与玉米相比,小麦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小麦的外包环节进行分析。为

减少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的内生性问题,选择2019年的农地流转数据分析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而选择前

一期(即2018年)的劳动力转移数据表示农户的非农就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农地流转行为对非农就

业的反向影响。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现有研究中在考察农地流转样本时侧重于分析农地转出户,但农户的转入意愿与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

的形成与发育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我们综合分析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从农地流转决策

(是否转入和是否转出:是=1,否=0)和农地流转面积(转入面积和转出面积)两个方面来综合分析农户的农

地流转行为,采用Pr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流转决策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
i =α0+α1Zi+α2Xi+εi (1)

借鉴许庆等[29]的研究,我们采用下限为0的Tobit模型来考察农户流转面积,在估计中作为左归并。

Tobit模型形式如下:

y*
i =β0+β1Zi+β2Xi+εi;εi|N(0,σ2)

yi=
y*

i ,   如果y*
i >0

0,    如果y*
i ≤0{ (2)

其中,在(1)式和(2)式中,y*
i 为潜变量,yi 为观察变量,为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Zi 为非农就业解释变

量,α、β为系数。借鉴王跃生[30]做法,本文将与户主同处一代的家庭成员识别为家庭结构中的父代成员,包

括户主、户主配偶、户主兄弟姐妹,同时以父代为基准,依次进行祖代成员(户主父母、户主岳父母或公婆)、子

代成员(户主子女)、孙代成员(户主孙子女)的区分。样本数据显示,样本中的祖代与孙代成员在非农就业劳

动力中占比仅为2.14%,而子代和父代成员在非农就业劳动力中占比为97.86%。因此本文选择以父代和子

代的非农就业情况为代表,即用父代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子代非农就业人数占比两个变量来衡量家庭非农就

业的代际差异。Xi 和εi 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和随机误差项。为了削弱缺失变量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

响,本研究选取户主年龄和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和土地块数、家庭负担、养老和

医疗保险人数、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农业固定资产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同时,样本

中祖代和孙代成员的样本量虽然较少,但却不能遗漏这些成员的实质影响[25],因此本文加入了家庭同堂代

数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描述及统计性分析见表1。

为研究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等人的做

法[31],用来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方程如下:

y*
i =c0+c1Zi+c2Xi+εi (3)

Mi=a0+a1Zi+a2Xi+δi (4)

y*
i =b0+b1Mi+c'

1Zi+b2Xi+μi (5)

其中,(3)式中的c1 为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总效应;(4)式中a1 为对非农就业对中间传导机制的影响

效应;(5)式中b1 是控制了自变量的影响以后,中间传导机制对农地流转的效应,c'
1 为控制了中间传导机制

的影响之后,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直接效应。当存在中介效应时,c'
1 显著代表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不显著

则代表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三)内生性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非农就业和农地流转在理论上是相互影响的,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是有效解决模型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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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本文选取以县级除本镇外其他样本农户的非农劳动力占比作为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的工具变量进

行了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0.167大于0.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法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未外生”

的原假设,即认为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不存在内生性影响,没有使用工具变量的必要,因此本文将不再采用

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一步检验。

               表1 变量描述及统计性分析              n=960
变量   定义选择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关键 
变量 

控制 
变量 

是否转出

转出面积

是否转入

转入面积

父代非农就业占比

子代非农就业占比

农业生产环节是否外包

耕地环节是否外包

收割环节是否外包

播种环节是否外包

植保环节是否外包

户主年龄

户主教育年限

家庭平均年龄

家庭同堂代数

家庭负担比

养老保险人数

医疗保险人数

承包土地面积

土地块数

繁荣程度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转出=1;未转出=0 0.466 0.499 0 1
转出农地面积/亩 2.332 3.469 0 28
转入=1;未转入=0 0.271 0.445 0 1
转入农地面积/亩 17.490 113.841 0 2600
父代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数量 0.205 0.314 0 1
子代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数量 0.222 0.266 0 1
是=1;否=0 0.632 0.482 0 1
是=1;否=0 0.513 0.500 0 1
是=1;否=0 0.603 0.490 0 1
是=1;否=0 0.560 0.497 0 1
是=1;否=0 0.027 0.162 0 1
岁 58.464 11.418 21 91
年 7.287 3.542 0 16
岁 44.938 15.057 16.5 89
代 2.193 0.827 1 4
家庭老人、小孩数/家庭总人口 0.380 0.323 0 1
家庭中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人 2.380 1.316 0 9
家庭中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人 3.872 1.818 0 12
亩 6.532 5.648 0.4 47
块 2.775 1.766 0 12
到最近商业中心的距离/千米 4.212 4.216 0.2 30
现价净值(元,加1取对数) 2.950 3.888 0 13.514
当年收入(元,加1取对数) 9.666 0.802 7.267 12.556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从整体层面验证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代际差异,分析整体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

就业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农业生产环节,对各个生产环节外包在非

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1.整体环节的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影响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整体来看,非农

就业对是否转出和转出面积决策的总效应见列(1)和列(2),边际效应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

(3)式的c1 显著;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和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决策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356和0.212,

对农地转出面积的边际效应分别为2.356和1.700,说明父代非农就业比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更

大,验证了假设H1a。列(3)为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传导机制影响的边际效应,且在1%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即(4)式的a1 显著;列(4)和(5)为控制了自变量和中间传导机制的影响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和非

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直接效应,即式(5)的b1,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地转出决策和农地转出面

积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b1 显著。综上所述,因a1、b1 和c1 均显著,说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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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地转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同时,对比列(1)和列(4),列(2)和列(5)中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

效应系数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降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H2a。

         表2 整体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影响的中介效应       n=800

变量

是否转出

(总效应)

(1)

转出面积

(总效应)

(2)

是否外包

(3)

是否转出

(直接效应)

(4)

转出面积

(直接效应)

(5)

父代非农就业占比 0.356***(0.057)    2.356***(0.291)   -0.272***(0.054)  0.179***(0.049)  1.656***(0.254)

子代非农就业占比 0.212***(0.077) 1.700***(0.375) -0.206***(0.071) 0.094**(0.055) 1.078***(0.331)

是否外包 -0.435***(0.017) -2.763***(0.175)

控制变量 控制

LRχ2 183.780     211.790   166.580  429.790 479.610

R2 0.166 0.071 0.214 0.389 0.160

 注:***P<0.01,**P<0.05,*P<0.1;每个表格里面的上一行数据代表系数,括号内数据代表标准误值;限于篇幅,控制

变量在表中没有列出,如有需要可以提供,下表同。

2.不同生产环节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小麦生产可分为耕地、播种、植保、灌溉、

施肥、收割、干燥和储蓄等8个环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灌溉、施肥、干燥和储蓄环节的外包程度很低,难

以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因此本文着重分析耕地、收割、播种和植保四个环节的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

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各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在农地转出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n=800

变量   
是否转出

(总效应)
转出面积

(总效应)
是否外包

耕地 收割

是否转出(直接效应)

耕地 收割

转出面积(直接效应)

耕地 收割

父代非农

就业占比

子代非农

就业占比

耕地

收割

控制变量

LRχ2

R2

0.356*** 2.356*** -0.131** -0.263***  0.288*** 0.192***  2.117***  1.725***

(0.057) (0.291) (0.061) (0.056) (0.051) (0.049) (0.264) (0.256)

0.212*** 1.700*** -0.170** -0.201*** 0.132** 0.098 1.315*** 1.115***

(0.077) (0.375) (0.077) (0.072) (0.069) (0.065) (0.344) (0.333)

-0.364*** -2.337***

(0.020) (0.176)

-0.418*** -2.708***

(0.016) (0.175)

    控制

183.780 211.790 114.050 162.080 348.810 424.660 405.050 474.870
0.166 0.071 0.122 0.193 0.316 0.384 0.135 0.158

变量   
是否转出

(总效应)
转出面积

(总效应)
是否外包

播种 植保

是否转出(直接效应)

播种 植保

转出面积(直接效应)

播种 植保

父代非农

就业占比

子代非农

就业占比

播种

植保

控制变量

LRχ2

R2

0.356*** 2.356*** -0.298*** 0.030 0.200*** 0.359***  1.691***  2.375***

(0.057) (0.291) (0.057) (0.019) (0.051) (0.057) (0.261) (0.291)

0.212*** 1.700*** -0.193*** -0.025 0.113* 0.208*** 1.200*** 1.671***

(0.077) (0.375) (0.074) (0.025) (0.067) (0.077) (0.339) (0.375)

-0.389*** -2.503***

(0.017) (0.174)

-0.086 -0.700
(0.100) (0.534)

    控制

183.780 211.790 156.040 48.840 386.480 184.520 437.490 213.560
0.166 0.071 0.165 0.115 0.350 0.167 0.146 0.071

  估计结果显示,耕地、收割和播种环节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都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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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环节的模型中,因为a1 和b1 都不显著,说明植保环节的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不存

在中介效应,即非农就业不会通过植保环节服务外包来影响农地流转。可能的原因是植保环节的工作重复

而繁琐,需要灵活性更高的人工来实现,难以通过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服务外包来实现其对劳动力的替代作

用,进而促进家庭农地转出。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和子代非农就业均可以通过耕地、收割和播种环节的服

务外包来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其中,在父代非农就业中,耕地、收割和播种环节服务外包均为不完全中

介效应;在子代非农就业中,耕地和播种环节服务外包为不完全中介效应,而收割环节服务外包在转出决策

模型中为完全中介效应,在转出面积模型中为不完全中介效应。

(二)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1.整体环节的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4,整体来看,非农就业

对农地是否转入和转入面积的总效应见列(6)和列(7),边际效应结果表明,父代和子代非农就业对农户是否

转入和转入面积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c1 显著;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和子代的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决

策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249和-0.150,对农地转入面积的边际效应分别为-58.362和-22.491,说明父代

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边际效应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边际效应,验证了假设 H1b。列(8)结果显

示,父代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子代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具有显

著的影响,即a1 在父代非农就业中不显著,在子代非农就业中显著;从列(9)和列(10)的结果可以看出,农业

生产服务外包对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面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式(5)中的b1 显著为正。综上所述,对

于父代非农就业,a1 不显著、b1 显著,通过进一步的bootstrap(1000)检验 ,结果显示间接效应中P 值大于

0.1,即置信区间包含0,不存在中介效应,说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面

积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对于子代非农就业,a1、b1 均显著,说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子代非农就业对

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同时,对比列(6)和列(9),列(7)和列(10)中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

际效应系数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会降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设H2b。

         表4 整体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影响的中介效应       n=587

变量
是否转入(总效应)

(6)
转入面积(总效应)

(7)
是否外包

(8)
是否转入(直接效应)

(9)
转入面积(直接效应)

(10)

父代非农就业占比 -0.249***(0.059) -58.362***(13.855) 0.033(0.051) -0.238***(0.059) -53.572***(13.594)

子代非农就业占比 -0.150*(0.087) -22.491*(13.548) 0.218***(0.085) -0.134(0.087) -16.527(19.012)

是否外包    0.080*(0.045) 24.457***(8.934)

控制变量    控制

LRχ2    194.880 174.400 49.240 197.920 181.730

R2      0.284 0.067 0.120 0.289 0.069

  2.不同生产环节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如表5所示,植保环节的服务外包在非

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中,由于a1 和b1 都不显著,因此不存在中介效应。耕地、收割和播种环节服务

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来看,耕地环节服务外包在父代和子代

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中,a1、b1 和c1 均显著,因此耕地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

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同理,收割和播种服务外包在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而

在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中,因为a1、b1 总有一个不显著,且Bootstrap检验结果不显著,因此收

割和播种服务外包在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不存在中介效应。总体来看,与父代非农就业相比,

子代非农就业更能通过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影响农地转入行为,这说明子代非农就业是制约农地规模经营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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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各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在农地转入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n=587

变量   
是否转入

(总效应)
转入面积

(总效应)
是否外包

耕地 收割

是否转入(直接效应)
耕地 收割

转入面积(直接效应)
耕地 收割

父代非农

就业占比

子代非农

就业占比

耕地

收割

控制变量

LRχ2

R2

-0.249*** -58.362*** 0.141* 0.008  -0.237*** -0.240*** -54.473*** -55.226***

(0.059) (13.855) (0.073) (0.055) (0.059) (0.058) (13.836) (13.585)

-0.150* -22.491* 0.306*** 0.203** -0.134 -0.130 -16.974 -16.487
(0.087) (13.548) (0.112) (0.087) (0.088) (0.87) (19.317) (19.009)

0.047* 13.445*

(0.028) (7.338)

0.095** 25.117***

(0.040) (8.147)

    控制

194.880 174.400 20.500 43.960 196.750 200.500 177.720 183.780
0.284 0.067 0.028 0.091 0.287 0.292 0.068 0.070

变量   
是否转入

(总效应)
转入面积

(总效应)
是否外包

播种 植保

是否转入(直接效应)
播种 植保

转入面积(直接效应)
播种 植保

父代非农

就业占比

子代非农

就业占比

播种

植保

控制变量

LRχ2

R2

-0.249*** -58.362*** 0.014 0.036 -0.236*** -0.249*** -54.647*** -55.363***

(0.059) (13.855) (0.064) (0.023) (0.058) (0.059) (13.554) (13.869)

-0.150* -22.491* 0.167* -0.025 -0.135 -0.150* -18.025 -22.490
(0.087) (13.548) (0.096) (0.041) (0.086) (0.087) (19.008) (19.196)

0.128*** 26.862***

(0.034) (7.422)

0.004 0.042
(0.091) (18.892)

    控制

194.880 174.400 38.870 34.690 208.260 194.880 187.500 174.400
0.284 0.067 0.064 0.071 0.304 0.284 0.072 0.067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的4省12市(县)960户有效样本,实证研究农户的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

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本文的

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农地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即父代非农

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更大。(2)在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影响方面,非农就业

对农地转出的正向效应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负向效应也有所缓解,说明如果不考虑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影

响,现有研究会高估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具体来看,整体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

农地流转行为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分环节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

具有异质性。耕地、收割和播种环节的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行为影响中均具有显著

的中介效应,而植保环节的服务外包均不存在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随着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的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农地转

出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生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因此提高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

促进作用不仅要考虑非农就业数量问题,还要从提高非农就业质量出发稳定农户收入预期,使农户能放心将

土地流转出去。(2)农业生产外包的发展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意味着小农户将长期存在。因此,实现农地

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还应该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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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促进服务的规模化经营,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3)父代非农就业比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更大,说明现阶段老龄化的父辈一代仍是农业

生产经营的主体。乡村振兴需要培养更多职业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政府需积极培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出台相关政策激发年轻一代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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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heGenerationalDivisionofFarmers’
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ntheBehaviorofFarmlandTransfer
———BasedontheIntermediaryEffec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ServiceOutsourcing

XUCaihua,DANGHongmin,YUJi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onthefieldsurveydataof960farmerhouseholdsin12countiesof4provincesinthemain
grainproducingareas,thispaperempiricallystudiesthedifferentialimpactof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n
farmlandtransferbehavior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generationaldivisionoflaborandanalyzestheintermediary
effec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serviceoutsourcingintheimpactof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nfarmland
transferbehavior.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1)Onthewhole,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hasasignificant
positiveeffectonthefarmlandtransfer-outbehaviorandasignificantnegativeeffectonthefarmlandtransfer-inbe-
havior.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generationaldifferences,themarginalimpactof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f
fathersonfarmlandtransferisgreaterthanthatofoffspring’s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nfarmlandtransfer.
(2)Afterconsideringtheimpactofserviceoutsourcingintheproductionprocess,thepositiveeffectofnon-agricul-
turalemploymentonagriculturallandtransfer-outhasdecreased,whilethenegativeeffectonagriculturalland
transfer-inhasalsobeenalleviated.Thisshowsthatagriculturalserviceoutsourcinghasasignificantmediating
effectintheinfluenceof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nfarmlandtransferbehavior,andtheexistingresearchover-
estimatesthedrivingeffectof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landtransfermarket
withoutconsideringtheimpactofproductionoutsourcing.Therefore,therealizationofmoderatelylarge-scaleopera-
tionofagriculturallandcannotrelysolelyontheleadingroleofthelabormarketbutmustalsogivefullplaytothe
advantagesoftheagriculturaloutsourcingmarkettoachieveanoptimaldivisionoflaborandfinallyrealizetheor-
ganicconnectionbetweensmallfarmersandmodernagriculturaldevelopment.

Keywords: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farmlandtransfer;intergenerationaldivisionoflabor;agricultural
productionserviceoutsourcing;intermediary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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